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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评中存在众多繁杂利益纠葛的困扰，由此衍生了“唯经济论”和“唯环境论”两种理念范式。从利益分

析理论看，“二唯论”是极端化利益衡量的产物必须予以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应先按性质将环境利益区分为基本

环境利益和一般环境利益，对前者则采用“利益衡平”思路并通过环评相关制度的设计来保障；对后者则采用“利

益衡量+利益衡平”思路并注重衡量方法和衡平手段的灵活选用；并考虑经济利益在不同地域中的权重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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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2015 年 3 月 30 日，环保部发布第 78 号文件《关

于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并

明确指出：“不得在向家坝水电站坝址至三峡水利

枢纽库尾长江干流河段和支流岷江、赤水河河段等

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再规划和建设小南海水电站等

涉水工程”。相反的是，重庆市政府却在年初发布

的《关于重庆市 201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及 2015 年计划草案的报告》中提到：“2015

年重庆将启动小南海及其配套工程”。事实上，这

并不是环保部与重庆市政府就小南海水电站项目

建设问题的首次交锋，早在十年前他们已就该问题

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重庆方面认为，小南海水电站

建设项目符合《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环保部

无权阻拦；而环保部则认为，小南海水电工程会缩

短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距

离，影响白鲟、铜鱼、胭脂鱼和达氏鲟等濒危鱼类

的产卵和孵化，故应叫停小南海。另外，还有一些

环保 NGO 组织成员、科研院所专家等也参与到了

小南海的争论之中。一场中国式的“小鱼大坝案”

开始上演。 

    在激烈争论背后存在的却是多种利益的纠葛，

重庆市政府主要是从小南海带来的地方经济利益

增长方面来考虑的；三峡集团在巨大的企业经济利

益驱动下，对外不断地宣称小南海的社会公益性，

而对其他敏感问题始终保持沉默；环保 NGO 组织

成员和科研院所专家“死盯”濒危鱼类的活动，通

过科学分析调查为各自的主张寻求佐证；水利规划

部门只是在考虑自己的设计费；环保部门出于自身

职责的要求则对小南海“隔空喊话”叫停。那么，

为了结束这些复杂的利益纠葛，环保部最终借乌东

德水电站环评审批之机，运用不寻常的“侧击”方

式叫停了颇具争议的小南海项目。而就在环保部做

出此决定的前月，中央巡视组刚刚结束了对环保部

的巡视工作，在巡视意见中将箭头直接指向饱受

“褒扬”的环评，于是小南海事件中的环评问题随

之也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引发的思考是，

环保部在乌东德水电站环评审批中对小南海水电

站的“侧击”是否正当？该环评结论是在何种理念

范式指导之下作出的？在类似小南海的环评中，所

争论的核心利益为何？此时的环评工作是要一味

地维护经济利益，还是要一味地追求环境利益呢？

面临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发生纠葛时，环评又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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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何种抉择，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利益的整合协调，

更好地发挥其环境风险预防功效呢？针对上述问

题，本文运用利益法学中的利益分析理论工具，来

反思现有环评制度并做出理性展望，也为当下环评

制度改革提供借鉴。 

    二、环评制度理念的固有范式: 
“唯经济论”抑或“唯环境论” 

    利益解构①是利益法学中开展利益分析的必要

前提，具有工具理性的性质，也只有先经过利益解

构，才能具体分析出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利益症结[1]。

由此来解构环评结论，其是在对经济利益和环境利

益衡量取舍后做出的，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是环评

中亘古不变的争论焦点；规划环评或建设项目环评

中所争论的核心问题都是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

博弈问题。 
    1.“唯经济论” 

    “唯经济论”是经济利益优先论的另一种表达，

普遍存在于经济转型背景下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

环评工作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则表现得更为明显。

该地区因交通、技术、人才等各方面实力欠佳，在

招商引资中则多处于劣势地位，政府不断地通过实

行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加快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

多项优惠政策来招商引资，以拉动地方经济增长，

解决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地方政府通过不懈努力

招商引资来的重点支持项目，若是高环境敏感型、

高经济回报型项目，仅会因为环评未通过而停建吗？

当然是不会的，此时环评只能在蒙受各种压力的氛

围中牵强做出，尽管受评项目可能存在潜在的环境

污染风险，但只要这种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且未有

显现，经济利益则总会占据优势竞争地位。然而，

当代环境问题的凸显和“环境时刻”的来临多少会

使得环评中的“唯经济论”有所收敛，环境立法的

严格性趋于增强，它也不允许环评中的“唯经济论”

有任何温床生长。于是，环评中的“唯经济论”开

始走向了另一种极端。 

    2.“唯环境论” 

    “唯环境论”是在对“唯经济论”批判的基础

之上形成的，是“环境时刻”下环评工作必然会选

择的另一种范式指导思维，其主张以环境利益至上

为原则开展环评工作。为了环境保护来开展环境保

护工作，这样极大程度上对环境利益的维护起到了

作用。那么这种“唯环境论”真的能够彻底地解决

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吗？“唯环境论”在任何

地区是否都能够得到切实地落实呢？当然不是，任

何人都不愿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饮用着清洁的河水

而过着贫瘠的生活，也都不愿意过着富裕的生活而

呼吸着有毒的空气、饮用着污染的河水。人类追求

的是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饮用着清洁的河水过着有

尊严的富裕生活。那么，不管环评中的“唯经济论”，

还是环评中的“唯环境论”，都无法在环评中实现

这一目的。 

    3.“二唯论”中利益衡量结果极端化的反思 

    传统利益法学中的利益衡量是笼统地对利益

相关主体间冲突的利益而展开的衡量，在选出需要

优先保护的一方利益后却不再过多地关注其他落

选的利益。而在环境法相关领域中的利益衡量，尤

其是在具体环评中对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衡量，

可否继续沿用传统利益法学中的利益衡量思路，我

们可从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

关于正义的理论阐释中寻求答案，来试图回答“二

唯论”为何是一种极端化利益衡量结果的问题。 

罗尔斯认为，正义有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分，

形式正义只需要遵循“同等的人同等对待、同等情

形同等适用”的规则即可。那么，实质正义应如何

实现？罗尔斯先假定出“无知之幕”下的自私人，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信仰、兴趣、能力、经历和社会

地位等，只知道自己处于资源中度匮乏②的社会中，

而有限的资源和产品必须通过某种原则来分配[2]。

据此，罗尔斯提出了两大正义原则指导分配：第一

原则是“每个人都有享有和其他所有人同样自由相

容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的平等权利。”第二原则是

“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将以下列各项原则安排，或

是他们对每个人都是有利的；或是它们与职位相连，

而职位对所有的人开放”[3]。罗尔斯把第一原则称

为“最大的均等自由原则”，将第二原则称为“差

异原则”，其具体包括“最少获惠者最大利益原则”

和“机会均等”原则两部分内容。同时，在对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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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的排序中又指出，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

第二原则中后者优于前者。在此基础上，罗尔斯指

出对于最基本的自由（如基本的政治权利自由、言

论出版和其他表达自由、信仰和宗教自由、人身自

由和私人财产自由等）必须采取完全平等的原则分

配。而对于其他的社会合作剩余若还遵照完全平等

的原则分配，不利于社会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有损

社会的公平正义，必须采取按比例的平等分配原则

来实现，这种“比例”则通过贡献、能力或需 求

等因素来决定。任何权利背后都体现的是某种利益，

权利是利益的载体，权利的分配是对某种利益的分

配，利益的衡量是对某种权利的衡量。权利的分配

有着界限的区分，即基本自由按完全平等原则分配

和社会经济权利按照“最少获惠者最大利益”和“机

会均等”两原则分配。传统利益法学理论中的利益

衡量是否针对任何利益都能笼统地展开衡量？当

然不是，利益也应该有基本利益和一般利益之分，

基本利益包括生命利益、身体利益、健康利益等，

这些利益是不能被用来和其他利益进行衡量的。我

们可以“洞穴奇案”为例说明这个问题，五位探险

者各自都享有着生命利益，在物资极度匮乏而无法

继续维持生命之时，采用任何方式对五位探险者的

生命利益进行衡量都是不合理的，每位探险者的生

命利益都应受到完全平等的法律保护，都没有理由

沦落为他人生命利益的“替罪羊”。而一般利益是

相对于基本利益而言的一种可以被用来衡量的利

益，主要是指一些非基本的社会经济文化利益，比

如财产利益、精神文化利益等，是可以被用来进行

利益衡量的，但前提是若对这些利益进行合理限制

必须建立在充分补偿的基础之上。例如，某地在空

气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中提出，要对辖区内所有机动

车辆实行限号出行，以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对空气造

成的污染，这种以牺牲公民财产自由利益来换取清

洁空气的手段是否合适？从理论上讲，只有在空气

极重污染之时，才能采取限号的手段限制部分机动

车出行，但前提是这些被限号车主受损的利益必须

得到充分有效的补偿。比如政府在限号日可给被限

号车辆提供免费的停车位，或被限号车主在限号当

日可免费乘坐市内公共交通工具等，否则单一地实

施限号令不仅不能有效缓解空气严重污染的现状，

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空气污染问题也未能得到有

效解决。另外从权利角度来区分利益，根据四川大

学法学院周伟教授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分类，即公民

权、政治权、社会权、经济权和文化权[4]，所谓的

基本利益多是由公民权和政治权承载的，一般利益

则主要集中于社会权、经济权和文化权中。但这也

不是绝对化的划分，有些公民权上承载的利益在特

定情况下是可以被用来衡量的，比如在民法紧急避

险理论中，财产权上承载的财产利益在紧急情况发

生时经过一番利益衡量后可作适当限制，但前提是

必须给予充分的补偿。同时，社会权、经济权和文

化权中也承载着一些基本利益是不能用来衡量的，

比如我们后文将要着重分析的环境权上承载的基

本环境利益也是不能被用来衡量的。 

由是观之，环评中的“二唯论”均存在极端地

利益衡量，其只是笼统地对具体环评中的经济利益

与环境利益展开简单的衡量，但并未对这两种正利

益自身作任何区分对待，也未对落选的正利益有过

多的关注。换言说，只是千篇一律地对具体环评中

的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进行衡量，而对这两种利益

中哪部分利益可以衡量比较，哪部分利益不可以并

未做出回答，同时也未采取任何方式对落选的正利

益进行补偿。就环境利益而言，环境利益自身应该

区分为基本环境利益和一般环境利益两个层面。基

本环境利益不仅包括涉及公众身体健康，甚至是关

乎生命安全的环境利益，也包括涉及自然物种生存

发展的环境利益，是不可用来和任何其他利益作衡

量比较的；而一般环境利益则多是一些享受型环境

利益，比如在景观权上承载的环境利益，是可以被

用来与其他利益进行衡量比较的，但同样若对其进

行合理限制的话，必须建立在对相关环境利益受损

主体合理补偿的基础之上。就经济利益而言，它在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中的衡量权重值也是不尽

相同的，坐在北京的人不能随意地做出贵州山区中

的某建设项目应该立即停建的结论。因此，在环评

中单一地坚持“唯经济论”或“唯环境论”是对经

济利益与环境利益极端化地衡量，这样只会造成畸

形利益的滋生，最终会破坏正常的法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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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利益分析理论对环评制度修
正的启示 

    1. 利益分析理论述评 

    利益法学是在批判概念法学的基础之上发展

起来的，最早可以追溯到耶林的目的法学。在德国，

以赫克为代表的学者把它推向了成熟，并建立了利

益法学理论；后来的法哲学与公法学家阿列克希又

运用了数理思维，通过科学计量的方法回答了价值

评判和利益衡量的客观性问题[5]。在美国，以庞德

为代表的一些法学家创建了社会学法学派，他们将

利益分为社会利益、公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三类，而

对这些利益的衡量则需要求助于经验、倚重于理性

和援引公认、传统的权威性观念。在日本，受本土

法学理论与美国现实主义法学的影响，20 世纪 60

年代利益衡量论由学者加藤一郎和星野英一提出

后，在民法理论界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影响着民

法解释理论的发展和民事审判实务的开展[6]。自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民法学者梁慧星教授将日本的利

益衡量论引入我国以来，因其注重社会实效的独特

思考方法而备受学界青睐。随后，清华大学的梁上

上教授又通过解构出具体案例中的利益层次，用读

图表、判断对错的方法对当事人的具体利益、群体

利益、制度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展开具体衡量，试

图来克服利益衡量中易导致的法官恣意问题。由是

观之，利益分析理论是以研究利益衡量为主线索展

开的，该理论多被运用在民法的理论与实务当中，

其特点是在对利益相关主体间冲突的利益笼统地

展开衡量之后而选择一方利益进行优先保护，不会

再过多地顾及到其他落选者的利益。但在环境法领

域中，若面临环境利益与其他多项正利益需要衡量

选择时，是否可直接按照利益分析理论中既有的利

益衡量思路来笼统地衡量利益？是否可优先选择

保护一方利益而不顾及其他落选者的正利益？这

也可能是回答“二唯论”为何是一种极端化利益衡

量结果问题的关键所在。 
    2. 利益分析理论对环评制度的修正 

    “唯经济论”和“唯环境论”长期根深蒂固地

存在于我国的环评实践中，而利益分析理论为重新

厘清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独

特的研究视角。我们应在对民法适用场域中的利益

分析理论重新审视的前提下，对现有的环评制度重

新做出修正。 
    （1）摒弃固有的“二唯论”理念。“唯经济论”

和“唯环境论”是建立在极端利益衡量之上而形成

的一种固有理念范式，是对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之

间关系的一种扭曲。其实，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之

间并非绝对的矛盾关系，二者均属于正当利益的范

畴，而它们之间只是会涉及到一些利益的衡量选择

问题。因此，在环评制度中绝对地灌输“环境保护

优先”或“经济发展优先”等理念是完全错误的，

这是一种排斥利益衡量的绝对化选择，尽管在特殊

时期内，从立法的政策意义上而言是非常必要的，

但会使得环境法治和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越走越远。

而环境法治下的环评制度改革必须摒弃既有的“二

唯论”，更应将利益分析理论中的“利益衡量”和

“利益衡平”思想吸纳其中。因任何主体无权限制

或剥夺基本环境利益，故对于基本环境利益而言是

不能直接用来和经济利益进行衡量比较的，只能单

一地适用“利益衡平”的思路。而对于一般环境利

益和经济利益而言，应采用“利益衡量+利益衡平”

的双轨思路，衡量结果的做出必须建立在对因衡量

而受损的合法利益有效补偿的基础之上，以促使各

方利益均能达到理想的衡平状态。 
    （2）实现对基本环境利益的制度保障。基本

环境利益不仅牵涉到公众身体健康，甚至关乎生命

安全，也涉及到自然物种的基本生存发展，不能随

意地被任何主体进行限制或剥夺，只能不断地对其

进行衡平。而如何将这种思路有效地渗透到环评工

作中去，这就需要回到制度保障的落脚点上。而制

度保障通常又是由法律规范来确立实现的，“法律

规范是社会中各种利益冲突的表现，是人们对各种

冲突的利益进行评价后制定出来的，实际上是利益

的安排和平衡”[7]。法律规范的制定过程其实也是

一个对各种利益进行衡量的过程，最终将利益位阶

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表达出来，也会成为利益衡量

活动的标尺。因此，实现对基本环境利益的制度保

障必须在法律规范中得以体现。目前适用的 2002

年版《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并未明确指出对基本环

境利益的立法保护，总体上采用的是“程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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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相辅”的立法思路，试图通过完善的环评程序

来降低规划或建设项目的环境风险，但环评机构或

评审机构在面临具体环评中的核心利益争论时，对

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选择性保护问题上显得束手

无策，这也就扩大了自由裁量权的空间，为权力腐

败滋生提供了土壤。 
    由是建议首先立法目的中要明确“保障公众健

康及生命安全”和“保护物种的多样性”，任何环

评决策的作出都不能危及到公众的健康和生命安

全，也不能破坏自然物种的生存发展。这样的规定

也能与新修的《环境保护法》在立法目的上保持一

致（新《环境保护法》第 1 条规定：为保护和改善

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

法），以实现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系统协调，发挥

好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统领作用。其次，要赋予公民

实体性权利保障基本环境利益③。这种实体性权利

并非仅指学理中热议的环境权，而是要采取一种外

围权利保护方式实现基本环境利益的平等保护，要

真正赋予每位公民在环评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

达权、结社权、监督权、司法救济权等基本社会权

利，使公民与环评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再次，

在环评程序设计中也应注意对基本环境利益进行

平等保护。比如，对于可能造成基本环境利益受到

影响的规划或建设项目，不仅要求让非“红顶中介”

的环评机构开展规划或建设项目的环评工作，同时

审批机关是否能做到客观公正的评审也是应该关

注的问题，是否能采取“跨区评审”的方式，来杜

绝地方经济保护主义的干扰，也应是环评制度改革

的重要思路。最后，应要求规划编制机关在报批规

划草案或建设单位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时，必须

附带性地提交生态恢复或补偿方案，保障基本环境

利益处在衡平的状态。 
    （3）构建多元方法衡量一般环境利益和经济

利益。一般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可以进行衡量

比较，而这种衡量比较方法应该设计为“宽口径”

的，应该在批判传统利益法学中利益衡量方法的基

础之上，结合一般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自身特点，

构建出多元化的利益衡量方法。具体利益衡量思路

如下：第一，要以环评相关的利益秩序规范为基石。

不同利益间的冲突是法律规范的产生根源，法律规

范是冲突的人类利益合成和融合的产物。立法者通

过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罗列出利益清单，经过一

番利益衡量④之后，在该清单中判断出要优先保护

的利益，再用法律语言把利益的层次结构及位阶确

认在法律规范中，最终形成了利益的秩序规范。那

么，对于一般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而言，要在《环

境保护法》、《城乡规划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

相关法律规范中寻找出这种利益的规范秩序。但又

因法律规范不能穷尽所有的利益秩序而存在天然

的“漏洞”，这就要求结合下列方法继续进行利益

衡量。第二，要以经济效率分析法为利器。经济效

率分析法是指运用富有经济效率分析的思维进行

利益衡量，假设出多种解决方案后，对每种解决方

案产生的经济激励效果进行衡量比较，最终选择出

能够使整体利益得到最佳优化整合的方案。1970 年

美国经典环保案件“布默诉大西洋水泥公司案”

（Boomer V. Atlantic Cement co.）中，法官就是运

用了这种经济效率分析的思路，做出了最具有经济

激励效果的判决。第三，应将对环境的恢复能力作

为重要参考，这种恢复能力也可通过能否对因衡量

而受损的一般环境利益进行有效的补偿来判断。另

外，尽管一般环境利益可与经济利益展开衡量较比，

但衡量之后必须注重对各方利益的再次衡平，而这

种利益衡平则主要通过利益补偿的方式来实现。若

利益衡量后一般环境利益受损，则应采取兴建公共

设施、办理医疗保险、提供就业机会和减免税费或

电费、垃圾费等措施来弥补；若利益衡量后经济利

益受损，国家应出面结合地方实际，拟定新的经济

发展规划再次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等，也可倾斜性地

加大财政扶持力度，为当地居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

障等。最终实现利益衡量后的再次衡平目标。 

四、余论：利益分析理论在环评制
度中的突破重点 

    通过上文分析得知在具体的环评中应彻底摒

弃既有的“唯经济论”和“唯环境论”，从利益分

析理论中寻找新的工具，来正确处理好环评中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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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利益纷争。即要根据环评中核心利益的自身特点，

结合利益法学中利益分析理论的研究范式对环评

中的“二唯论”实现新的理论突破。 
    1. 将环境利益区分为基本环境利益和一般环

境利益 

    从性质上应将环境利益区分为基本环境利益

和一般环境利益两部分。对于涉及公众身体健康或

生命安全的基本环境利益和涉及自然物种生存发

展的基本环境利益，是坚决不能被用来和经济利益

等其他相关利益作比较衡量的。任何社会主体都没

有理由去剥夺或限制基本环境利益，而对基本环境

利益而言只能单独适用利益衡平的思路，在环评中

只要发现有损基本环境利益的行为存在，必须严格

要求其提出有效的整改措施来弥补受损的基本环

境利益。这些整改措施可以是先进污染处理技术的

采用，也可以是生态移民等，否则，任何以牺牲基

本环境利益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利益的做法都是有

损法治秩序的，是应该被依法严令禁止的。而对于

一般环境利益而言，因其不会涉及到公众基本的身

体健康、生命安全和自然物种的生存发展等重大问

题，因此是可以被用来和经济利益等其他相关利益

进行衡量比较的，但前提是必须适用“利益衡量+

利益衡平”的双轨思路模式，使得受损的一般环境

利益在被剥夺或限制之后能够得到有效的弥补。这

样，也就纠正了环评中“二唯论”的错误观点认识，

为环评作用的有效发挥提供新的理论武器。 
    2. 利益衡量方法的运用 

    区分的环境利益分别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

应采取不同的利益衡量思路。若是基本环境利益和

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则应优先保护基本环境利益；

若是一般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则应选择

适当的利益衡量方法对其展开衡量比较，并对受损

的合法利益进行有效的补偿救济，最终使各方利益

达到衡平的最佳状态。利益衡量方法的选取上，必

须明确的是已有的“科学数值计量法”、“图表对错

统计法”⑤等传统利益衡量方法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一些自身不能克服的理论缺陷，故不能完全适用到

具体环评中对经济利益和一般环境利益的衡量中

去。又因环评所面临的客观情况复杂多变⑥，也根

本不可能实现各种利益量化标准的统一化。这就要

求在保障基本环境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设计

“宽口径”的利益衡量方法，实现以“环境程序正

义”推动“环境实体正义”的目标。 
    3. 关注地域中的经济利益的权重变化 

    在一般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展开衡量比较时，

应关注不同地域中经济利益的权重变化。尽管一般

环境利益可以用来和经济利益进行衡量比较，但并

不是极端地说任何情形下一般环境利益都得让步

于经济利益，对经济利益也得要有全新的认识。因

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对经济利

益的需求也是不尽相同的，生活在北京的人对于要

通过发展重工业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远比生

活在贵州山区的人对于这样的需求要低很多，北京

有能力将首钢从石景山搬迁到曹妃甸，并因能迅速

实现地方产业向“高技术、低耗能、污染少”方向

转型，使得该举措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水

平并不会造成太大影响，相反而言，贵州山区的某

个重工业项目若要完全停建，不仅会导致地方经济

大幅波动，也会对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带来极大影

响，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多。因此，对经济利

益的评价也不能一概而论，而要根据地方 GDP 总

值、人口数量、产业布局、就业状况等多项统计因

素来客观综合地评价经济利益，再展开与一般环境

利益的衡量比较，但始终要铭记选择保护任何经济

利益的前提是不能损害他人的基本环境利益，否则

是背离法治的基本要求，有损社会公平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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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thinking and the Amend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ystem in the Light of the Interests Analysis Theory 

JIAO Yan, DENG Chun-yuan, LIU Li 

(School of Literature,Xi’an Univ. of Arch. & Tech.,Xi’an710055,China) 
 

Abstract: The complex interest disputes haunting in the conventional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lead to 
the derivation of two philosophy paradigms, that is, the economism or the environmentalism.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interest analysis theory, both thoughts are the product of extreme interest measurement, which should be 
abandoned. Instead, the environmental interests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he basic environmental interests and the 
general environment interests on the basis of their nature.The former is supposed to adopt the idea of interest 
equity to design a relevant 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system for guarantee, while the latter takes the idea of 
"interest measure plus interests equity” to lay emphasis on the flexible choice of measure method and equity 
means. Besides,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take to the value weight changes of the economic interests in different 
areas.        
Key words: the interest analysis theory;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ystem; rethinking; amend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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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利益解构是开展利益分析的前提条件，具体案件中的利益构造是复杂的，需要对其内部进行解构，而最好的解构工具就是类型化。 
② 在极为丰赡的条件下，任何需求都可得到充分的满足，不会产生公平分配的争议；而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即使以暴力来抢夺食物，也不会被视 
   为犯罪的行为，正义在这些情况下完全无用。社会的通常情形是处于所有这些极端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这种中间状态是正义的客观条件，也被 
   称为是一种“资源中度匮乏”的社会状态。参见杜健勋：《环境利益分配法理研究》，中国环境出版社，2013 年版，第 41 页。 
③ 也有学者提出给自然物种赋予权利的观点，但与其赋予自然物种权利，还不如改为更具有可操作性的人类保护物种多样性的义务，这也集中体现 
   了“弱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观点。 
④ 这里的“利益衡量”主要是指立法阶段中的利益衡量，而非司法阶段中的利益衡量。立法阶段中的“利益衡量”具体指立法者通过对相关利益主 
   体的利益进行衡量之后，将所确立的利益层次结构和利益位阶用法律条文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一种过程。 
⑤  “科学数值计量法”是德国法哲学家、公法学家阿列克西运用数理思维，试图通过给不同的利益赋予相应的权重值，来回答价值评判和利益衡量

的客观性问题。“图表对错统计法”是我国清华大学梁上上教授提出的在具体案件审理中，通过采用在图表中打对错号方式来评判对当事人具体
利益、群体利益、制度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造成的影响，来推断出合理的利益衡量结果。 

⑥ 金瑞林教授在他的著作中讲述到，对环境法领域的任何行为研究不能和其他部门法一样仅孤立地对行为做出判断，而必须遵循六大规律即“物物 
   相关”、“相生相克”、“能流物复”、“协调稳定”、“时空有宜”和“负载定额”。可见，对环境法领域的客观行为研究较之其他部门法则更为复杂。 


